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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0 月 25 日

1993年2月至7月，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
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对望城坡古坟垸西汉
渔阳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出“木楬、签牌、封
泥匣等 100余件”。《文物》2010年第 4期公布了 8
件木楬、2件签牌、1件封泥匣的照片和释文。近
日，这批“木楬签牌”（共计 123 枚）的全部图版
（11枚为彩色图片、其余为红外图片）和释文都已
公布。现在，我们就 51号木楬的内容进行探讨，
以求教于方家。

绀维（绪）一匹八尺六寸┕白菳三衣十一丈
九尺七寸┕青绪□□┕白绪二百廿九丈□□┕
盭绪二衣五丈二尺┕青绪六衣□丈三尺三寸┕
绀绪三丈一尺三寸┕绮绪一尺┕紫绪……二尺
五寸┕布三衣二丈一尺绪布一匹二丈┕白布三
匹凡卌衣十一丈五尺六寸凡四□三丈八尺六寸·
第申

“维（绪）”，根据52号木楬中的“缯”字原篆，
当改释为“缯”。

“白菳”，亦见于 12号木楬。14号木楬有“盭
菳”，以往曾指出：“‘盭’是颜色，则‘菳’很可能是
质料，疑读为‘䋮’。‘䋮’，本为‘紟’之籀文。《类
篇》糸部：‘紟，䋮，布帛名。’”

楬文中记载了多种“绪”，有“青绪”“白绪”
“盭绪”“绀绪”“绮绪”“紫绪”和“绪布”。“绪”，整
理者指出：“绪，通纻，《说文》糸部：‘纻，苘属。细
者为絟，粗者为纻。’‘纻，或从绪省。’《急就篇》
卷二‘绤纻枲缊裹约缠’，颜师古注：‘纻，织纻为
布及疏之属也。’《诗经·陈风·东门之池》：‘东
门之池，可以沤纻。’孔颖达疏引陆玑《疏》云：

‘纻亦麻也，科生，数十茎，宿根在地中，至春自
生，不岁种也。’《周礼·天官·典枲》：‘典枲掌布
缌缕纻之麻草之物。’郑玄注：‘白而细疏曰
纻。’”“绪”前的“青”“白”“盭”“绀”“绮”“紫”，
都应该指的是“绪”的颜色。“青”“白”“盭”“绀”

“紫”，都很好理解，应该是纯色的“绪”。只有
“绮绪”，可能是彩色的“绪”。《文选·宋玉〈神女
赋序〉》：“其盛饰也，则罗纨绮缋盛文章”，李善
注：“绮，五色也。”除了这些有颜色的“绪”，楬文
中还有“绪布”，即“纻布”。“纻布”，见于时代较
晚的传世文献。《南史·夷貊传上·林邑国》：“古
贝者，树名也，其华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
作布，布与纻布不殊。”这是将棉布与纻布相比
较。根据楬文和《南史》的记载，我们怀疑，所谓

“绪布”，可能是已经织成而未染色的“绪”。此

外，楬文中还有“白布”。可见，“绪布”与“白布”
应该是有区别的。孙机先生曾指出：“汉代的布
指平纹的麻纺织品，是平民日常制装所用衣
料。……更细的布则多为用苎麻线织的纻布。纻
布一般只称纻，它比大麻布精美；故《淮南子·说
林训》说：‘布之新不如纻。’”也就是说，“绪布”
比“布”精美。

楬文中有几种关于织物长度的单位，常见的
如“寸”“尺”“丈”三种。《汉书·律历志上》：“度者，
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一为一
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
五度审矣。”此外，还有“匹”。《说文》匸部：“匹，四
丈也。”《汉书·食货志下》：“布帛广二尺二寸为
幅，长四丈为匹。”

楬文中，还有几处记载，“丈”前有“衣”：“三
衣十一丈九尺七寸”“二衣五丈二尺”“六衣□丈
三尺三寸”“三衣二丈一尺”“卌衣十一丈五尺六
寸”。我们之前认为，“衣”应该指的是衣服。但

是，衣服之“衣”，数词一律缀于其后，如“绪复衣
一”（8号木楬）、“红复要衣二”（11号木楬）、“盭
娄襌合衣六十三”（12 号木楬）、“绢绪襌衣三”
（63号木楬）等。这样看来，“衣”更可能是一种在
“丈”之上的长度单位。我们怀疑，楬文中的
“衣”，或可读为“十丈”之“引”。“衣”，影纽微部。
“祈”，群纽微部。从“衣”得声之字可读为“祈”。
上博简《孔子诗论》简 9：“谇父之责，亦有以也。”
整理者指出：“谇父，当为《诗·小雅·鸿雁之什·
祈父》篇名。‘谇’与‘祈’同为微部，也有可能是
传抄之误。”刘乐贤先生指出：“‘谇’‘祈’声纽不
近，似不能通假。从甲骨、金文至秦汉简帛文字，
衣、卒二字常相混，此字可能是从衣得声。‘衣’
字古音微部影纽，‘祈’字微部群纽，读音接近。”

“祈”本从“斤”得声。《说文》示部：“祈，求福也。
从示，斤声。”“斤”，见纽文部。“引”，喻纽真部。
从“斤”得声之字，可与从“引”得声之字相通。

《诗·秦风·小戎》：“游环胁驱，阴靷鋈续。”毛亨
传：“游环，靷环也。”“靷环”之“靷”，《经典释
文》作“靳”，云：“靳，本又作靷。”《说文》：“龂，
齿本肉也。”段玉裁注：“按《曲礼》：‘笑不至
矧。’郑云：‘齿本曰矧，大笑则见。’矧正龂之近
部 叚 借 字 也 。”据 此 ，则 楬 文 中 的 长 度 单 位

“衣”，当读为“引”。按照《律历志上》“十丈为
引”的记载，“二衣五丈二尺”和“三衣二丈一
尺”都符合常理，“衣”后面的“丈”都未满十，不
需要进位；而“三衣十一丈九尺七寸”和“卌衣
十一丈五尺六寸”就不符常理了，“衣”后面后
的“丈”都是“十一”，超过十却没有进位。实际
上，这种情况还见于湖北荆门严仓１号战国楚
墓出土简册。李天虹、蔡丹二位先生指出：“古
书通常说法是八尺为寻。……严仓简文所记最
大尺数是‘十又一尺’，另外有‘十尺’‘九尺’

‘八尺’‘七尺’等；‘寻’之下所记尺数有‘一尺’
‘二尺’‘四尺’。可知在长度的计量上，达到或
超过‘寻’这一等级时，不一定用‘寻’记录，‘尺’
的应用更为普遍。”

综上所述，渔阳墓出土 51 号木楬所记名物
中，有少量的“缯”“菳”和“布”，大多为“绪”，也就
是“纻”，包括纯色“纻”和“五色”“纻”，以及未染
色的“纻布”。根据孙机先生的研究，与“布”相比，

“纻”更精美。楬文记载这些织物时，还涉及当时
的长度单位，有“寸”“尺”和“丈”，还有“匹”和

“衣”。“衣”，目前属于首次发现，可能对应《汉书·
律历志上》中的“十丈为引”。

（作者单位：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瑶台柳园岗墓地位于广东省广州
市西北郊三元里瑶台村。1982年7月，为
配合工程建设由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
会对该墓葬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确认
43座西汉南越国时期墓葬。柳园岗墓地
的发现为认识南越国文化面貌及探讨
西汉南越国社会分层结构提供了难得
资料。鉴于发掘简报中未能就此问题展
开充分论述，本文拟对柳园岗墓地所见
的主要文化来源、地域特点及社会分层
结构进行一些更深入的讨论。

主要文化来源

通过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柳园
岗墓群西汉南越国时期陶器大体可分
为三组。A组为汉代主体文化因素，包
括鼎、盒、壶、钫等，据可辨器形和明确
可参与分组器物加以初步统计，其所
占比例达 40%以上。B组为百越文化因
素，包括瓮、罐、瓿、小盒、三足盒、三足
罐等，占比约为 50%。C 组为南越文化
因素，包括盘口鼎、粗颈扁腹陶壶等陶
器和其他器物，约占 10%。传统百越文
化因素是柳园岗西汉南越国遗存的最
主要组成部分。

据已有材料发现，在西汉南越国
行政区划中的政治或军事中心区域考
古发掘出土一批具有该类型特征墓
葬，具体包括广州、韶关、肇庆、桂林、
贵县（今贵港）、贺县（今贺州）和百色
等地。如对面山墓地陶鼎M59：1，扁圆
腹，圜平底，足端略外撇，是典型的越
式铜鼎；金钟一号墓陶鼎M1：16，盘口
带盖，束颈，深鼓腹，圜底，下附三扁直
足；罗泊湾汉墓铜鼎 M1：28，无盖，盘
口，扁腹，平底，直足，下端稍外撒，足
外侧起棱，口沿外附一对绞索形耳；安
等秧山发掘出土的敞口、斜直腹壁、尖
圜底陶釜 M56∶2 等，皆有较明显的次
生南越类型器物特征。据此可知，次生
南越遗存的分布范围基本涵盖岭南广
东、广西大部分地区，南越国文化已是
汉越融合的“次生”文化，柳园岗墓群
显然属次生南越遗存。

柳园岗西汉南越国时期众多出有
汉式陶器的墓葬中同出本地土著文化
特征陶器。柳园岗西汉前期墓葬可分
为土坑墓、竖穴木椁墓和带墓道竖穴
木椁墓三种，长宽比多数在 2：1之间，
底铺小石或设腰坑且不出鼎、盒、壶、
钫的墓例不及十分之三。该墓地所出
瓮、罐、瓿、小盒、三足盒、三足罐等具
有浓厚土著越人特色，而众多墓零散
或组合出土属于西汉早期造型特征的鼎、盒、
壶、钫等礼制器物。许多器物肩部或底部留有
弦纹、水波纹、蓖纹等刻划纹和几何形戳印
纹，这种装饰特征与广州之前发现的西汉早
期南越陶器文化特征一致。例如M17随葬的
瓮、罐、瓿；M21所出瓮、罐、瓿、三足盒；M44
出有瓮、罐、三足小盒等。这种汉式铜器与地
方陶器共出墓葬占比近 80%，而未见只出汉
式陶器的墓例。

柳园岗M11、M44等墓葬的年代为西汉
早期，常见器物有瓮、罐、瓿、鼎、壶等器类，且
均可见次生南越类型陶器的相似器形。次生南
越类型铜鼎，敛口、圆腹、圜底，长方形附耳，蹄
足较矮，子口合盖。腹部有一道突棱，盖面有三
个环形钮，如广州汉墓M1097:21铜鼎与北柳
M11：11相似；广州汉墓M1180：44铜壶，短颈，
直口，鼓腹，圜底，圈足特大，如喇叭筒形与柳园
岗M11出土铜壶相似；广州汉墓M1178：8陶
壶，鼓圆或扁圆而突出，器腹特大，与柳园岗墓
群出土陶壶颇为相似；广州汉墓M1085：5陶
瓿，敛口，直唇甚短，斜肩，最大径在腹中上
部，耳为四系半环形，与北柳M11：92陶瓿特
征非常近似；再如广州汉墓 M1125：3 陶瓮，
大平底，器身较高，短颈，在柳园岗墓群M44
随葬陶瓮也保留、延续这一特征。

检视柳园岗墓群发现还存在形制、装饰
属汉代主体文化因素器物。如为数不多的铜
器中出土一件四山纹铜镜，在羽状纹上四山
纹分布方座四周，以叶纹衬托，三弦小钮，钮
处有镜绶残迹，具有岭北汉文化较为常见的
形制和纹饰特征。其与1954年长沙仰天湖墓
25 和 1952 年长沙燕山岭墓 855 所出的山字
纹镜相似度极高，因此其应属汉代主体文化
因素。在北柳M17 中出土已散乱残朽，仅剩
船板、木浆和彩绘的小木俑等木船构件，这在
一定程度上和广州汉墓M2050：28木船形制
一致；北柳 M11 铜瓿，直唇，圆腹附镂空圈
足，器腹饰雷纹和编织纹，髹漆木盖，该铜瓿
器身纹饰与岭南本地土著越人器物铜鼓上常
见纹饰相类，应属汉越融合的南越文化器形。

由此可见，柳园岗墓群无论墓葬形制还
是器物群面貌主要是延续次生南越类型的基
本特征，均有强烈汉代主体文化因素与本地
传统越文化因素交汇融合的南越文化风格。
在南越国实质统治区土著越人与陆续南下的
楚、秦、汉人相互糅杂影响，逐渐形成“次生越
人”。正如郑君雷先生所言这种新型文化实质
上是一种越汉混合的新型越文化，其族属可
称之为“次生越人”。这表明在岭南汉文化形
成的历史进程中本地的普通民众也受到汉文
化的影响，其文化面貌具有汉文化系统特征，
属本地百越文化的延续和中原汉文化深度融
合而形成的南越文化。根据墓地存续特征推
测，柳园岗墓群在西汉南越国时期应是一处
以次生越人为主体的汉越混合的平民或下层
官吏墓地。

地域特点

进入西汉南越国时期，岭南的百越故地
尽管在文化遗存上仍然保留较多秦、楚文化

因素，但由于本地文化因素的存在以
及受到岭北汉文化影响程度不同，因
而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点差异。柳园
岗墓地陶器群中包含的粗颈鼓腹陶
壶、敛口椭圆腹三足罐、直口合盖扁直
腹小盒等是西汉南越国时期越文化遗
存陶器群的常见器类。其地域特点主
要表现在出土器物群方面，以鼎、壶为
最主要、最显著的差异对象。尽管与桂
东粤西地区均属百越故地，但以柳园
岗墓地为代表的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南
越国遗存所用鼎、壶和瓿与之存在较
大差别，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其主
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主要存在蹄足侧面呈弯曲
形，长方形附耳的汉式鼎。实际上，岭
南地区次生类型与土著越文化陶器群
的差异集中表现在鼎、盒、罐等器物形
制方面。由于柳园岗西汉南越国墓地主
要由属于土著越文化和汉代主体文化
融合发展而来，因此鼎仍然保持了明显
的中原汉文化风格，未采用三足近直
立，足尖外撇越式鼎作为随葬礼器。

二是存在多样性风格的壶、瓿。柳
园岗西汉南越国时期的壶以《广州汉
墓》次生南越类型壶的延续形态为主
导，兼有属于B组文化因素的本地风格
壶和C组文化因素中受到汉文化影响
的壶。以柳园岗西汉南越国时期陶壶
为例，器形为粗短颈、鼓腹、广圈足，属
南越式陶壶形体特征，但腹部铺首衔
环，耳作铺首形明显是受汉文化的影
响，呈现出有机融合的本地特征；北柳
M11：92 陶瓿也是在汉式制作技术基
础上受中原汉式陶瓿的影响而产生的
本地风格器物。汉代主体文化因素在
文化因素分组中占比非常普遍，但大
量汉代主体文化因素的进入特别是对
陶器风格产生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
本地陶器自身风格的创新和因素构成
的变化而共存多样性风格器物。更进
一步说，南越文化因素的出现以较低
的比例促成器物形制和文化因素分组
的变化并促进了本地文化的创新。这
是形成柳园岗西汉南越国文化器物群
面貌的重要原因。

西汉南越国的社会分层结构

西汉南越国时期岭南汉文化的发
展使岭南原有社会结构发生变革。柳
园岗墓群为探讨南越国社会分层结构
提供了难得的考古实物材料。结合以
往相关资料，可对此开展初步探讨。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和南越国宫署遗址的
考古发现证实了西汉南越国核心区的历史地
望。已有研究认为，南越国的历史地理范围包
含今两广地区和越南北部区域，柳园岗西距
南越王墓不足 5公里，对于该墓地的认识可
从社会分层结构的视角加以考察。以象岗南
越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为中心，周边除柳园
岗西汉南越国遗存外，向东的华侨新村发现
西汉早期南越国墓葬，更远的粤北发现有对
面山南越国墓地和广西贺县高寨墓地等遗
存。这些西汉南越国遗存的发现对于认识南
越国的社会分层结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
背景材料。

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柳园岗西汉墓群随葬
青釉原始瓷碗、小罐等器物。岭南越汉混合的
新型越文化带釉原始陶瓷器的器类和数量占
一定比重，主要器形包括原始瓷簋、原始瓷钵、
原始瓷豆、原始瓷单柄三足罐、原始瓷三足瓿、
原始瓷弦纹双系瓿等。柳园岗原始瓷碗和小罐
应是西汉早期来自江浙的汉代主体文化因素。
柳园岗相距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越王墓不远，
陶器和铜器器物材料均反映出其人员构成应
当是社会下层的低级小吏和普通民众。

从上述材料可以清晰看出，在西汉前期
南越国范围内至少存在上层统治阶层、中层
贵族和下层民众三大社会层级。这种新型文
化集中出现于南越首府番禺，涵盖社会各个
阶层。上层统治阶层以广州南越王墓为代表，
反映以赵姓次生越人为主体的南越统治集
团；中层贵族以贺县、贵县、平乐、乐昌等诸郡
治、军事重镇中心区域发现的墓葬为代表，这
其中包含南下汉人中层贵族、已经越化的汉
人或南越土著的中层贵族，共同构建起南越
国的基层统治架构。下层民众以柳园岗西汉
南越国时期遗存为代表，由于广州是岭南政
治、商贸中心，应当存在相当数量的中原南下
汉人。柳园岗西汉南越国时期墓地就是这类
普通族众聚葬的大批小型墓地中的一处，根
据其有限材料似可窥一斑而知全貌。

南越国在社会分层结构上具有近乎一致
的规律性特征，这是由南越贵族集团的政治
管理策略导致。一方面在社会上层保持赵姓
中原汉人统治地位，社会中层保留南越土著
贵族是为更好地驾驭社会下层广大的次生越
人。另一方面，南越国作为岭南汉文化形成的
重要时期，这种社会分层结构也能够充分依
靠社会中、下层的次生越人作为维护南越国
赵姓政权统治秩序的重要屏障，在防范西瓯、
骆越等部族内犯中发挥御敌于阵前的政治军
事作用。

通过对柳园岗西汉南越国墓地的分析，
不但可以使我们初步认识珠江三角洲地区南
越国时期基层社会的文化内涵，尤为重要的
是，使探索西汉南越国的社会文化结构成为
可能。从西汉南越国考古材料所见社会分层
结构可以窥视出西汉王朝对岭南百越故地因
地制宜的统治策略，这实际上与赵佗“和辑百
越”的经验，实行“以其故俗治”的政策方针是
一致的。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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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揭示的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刘江涛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有着深厚的史前基础
和独特的文明基因，史前考古新发现不断强化着
中华文明探源的多元视角。

考古成果说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揭示了中国社
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
觉的文化基因。深入研究这种文化根基，对于正
确理解中国历史，加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发展与演变

西辽河流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源地之
一，也是中国田野考古工作开展最早、持续时间
最长的地区之一，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开
创和引领地位。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接续努
力，目前已基本建立起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完
整的文化序列，从早到晚分别为小河西文化、兴
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
小河沿文化，文化发展连贯且地域性、时代性特
征鲜明。

西辽河流域地处衔接东北平原、华北平原
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地带,同时也是中原农耕区
和北方游牧区的交错区域，是多种文化、多个
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心地带之一。西辽河
流域史前文化既有本地区独特的文化传统与
特色，也在不断与周边地区进行文化交流与
互动，其发展及演变过程中蕴含着很多与中华
文化五大突出特性相关的因素，对这些因素进
行提炼与总结，不仅可以更加科学地认识西辽
河流域的史前文明化进程，也能帮助我们更好
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势因素，加深对中
华文明的认识。

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
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文化发展具有突出的
连续性特征

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连
续，文化序列与年代清晰连贯，在整个东北及东
北亚地区独树一帜。本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
代考古学文化为小河西文化，在半地穴式房址的
营建、平底筒形陶器的使用等方面开创了先河，
此后的兴隆洼文化成为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学
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聚落形态、陶器纹饰、
玉器雕琢、生业经济等方面奠定了西辽河流域新
石器时代的基本文化面貌。赵宝沟文化延续了兴
隆洼文化的文化传统并进一步发展，红山文化时
期在旱作农业发展、玉器雕琢加工、信仰崇拜观
念等方面均达到了西辽河流域史前时期的巅峰，

成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重要源头。小河沿文化
时期，此前的文化传统仍有延续，同时出现了绳
纹陶器、偏洞室墓等一些新的文化因素，进一步
丰富了史前社会的内涵。

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文化发展具有突出的
创新性特征

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兴隆洼遗址是国内第一
个全部揭露出房址、灰坑、环壕等居住性遗迹的
史前聚落，房址成排分布、最大房址位于聚落中
心、每排房址又有大小之分，这不同于中原及其
他地区的凝聚向心式聚落布局，可称为“兴隆洼
聚落模式”；兴隆洼文化玉器绝大部分以透闪石
制成，器形规整，工艺高超，在中国玉文化起源研
究中占据源头地位。赵宝沟文化陶器以发达、精
美的几何纹饰著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几何纹饰
的巅峰代表。红山文化时期，玉器成为代表社会
发展水平与发展程度的物质代表，出现了玉猪
龙、C形玉龙、斜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龙凤佩
等精美且特殊的器类，形成了等级规范明确的玉
礼制，成为西辽河流域率先进入文明社会的核心
物质象征。

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文化发展具有突出的
统一性特征

从发展过程和阶段来看，大致可将西辽河
流域史前时期划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为小河
西文化至红山文化时期，夹砂平底筒形罐为最
主要、最典型的生活用器，小河西文化筒形罐多
为素面，兴隆洼文化时期出现压印、压划的组合
纹饰，中期晚段出现之字纹，此后迅速成为本
地区陶器纹饰的主流；红山文化时期，以牛河
梁坛、庙、冢及出土的成组玉器为代表，西辽河
流域进入史前文化和玉文化发展的巅峰，与环
太湖的良渚文化成为中国史前两大用玉中心；
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西辽河流域率先跨入文明
门槛，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化进程研究
中占据源头地位。第二阶段为小河沿文化时期，
是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发展的转型阶段。此前
文化中的平底筒形罐和彩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
一定的继承与发展，但也出现了较多新的文化
因素，如陶器纹饰中几乎不见之字纹，代之以细
绳纹和方格纹等；彩陶数量减少，彩绘陶出现且
数量不断增多，成为其后早期青铜时代发达彩
绘传统的先导。

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文化发展具有突出的
包容性特征

西辽河流域地域辽阔，地貌类型多样，造就
了多样化的生业经济结构和独特的文化面貌。考
古学文化的本质是运动的，西辽河流域地处多个
文化区交流、交融的前沿地带，除向外扩散本地
区的文化因素外，来自中原、松嫩平原、辽东，甚
至今俄罗斯境内的文化因素均能在本地所见，体

现出了明显的前沿地带和“文化漩涡地带”的特
征，这在出土文物上有明确的体现。如兴隆洼文
化时期，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的西梁
类型的陶器，与松嫩平原的双塔、后套木嘎等遗
址的陶器纹饰具有相似之处；红山文化时期的彩
陶，其器形与纹饰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及中原地
区仰韶文化的彩陶十分接近，洛阳苏羊遗址新近
发现的石雕兽首，表明了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
交流交融程度远超此前的认识；红山文化晚期的
哈民忙哈类型遗存，同坝上地区的裕民文化表现
出了明显的亲缘关系，翁牛特旗南湾子北遗址出
土的麻点纹筒形罐，更新了对本地区内部的文化
交流与互动的认识；小河沿文化时期，出现了本
地文化传统中不见的偏洞室墓等因素，可能是受
到了以杨官寨遗址为代表的关中地区仰韶文化
东传的影响，这一阶段科尔沁沙地南宝力皋吐、
昆都岭等大规模的公共墓地的出土文物中，至少
包含三种以上的文化因素，是文化包容性的典型
表现。

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文化发展具有突出的
和平性特征

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与其他地区考
古学文化交流，始终建立在和平、和谐的关系基
础之上，尤其是存在着上层社会的远距离交流与
互动，这一点在红山文化时期表现最为明显。以
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仰韶文化的交
流为代表，不同地区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
中，古代先民突破了地域限制，逐渐形成共同的
宇宙观念、与天地沟通的方式及包括葬仪在内的
礼仪制度，不同的文化逐步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
圈，即张光直先生所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并
强调其形成标志着“最初的中国”的出现。新的考
古资料显示，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
对于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发挥了决定性的作
用。在密切的交流中，各地区逐渐形成并共享相
似的文化精粹，逐渐成为一个整体，中国史前文
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初步形成，为中华文明的起源
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辽河流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源地之
一，开展了连续、大量的考古工作，是全国考古
学文化谱系与年代最清晰、最连贯的地区之一，
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在本地区史前文化发
展进程中有着明确、清晰的体现。梳理、提炼西
辽河流域史前社会中的文明特性因素并加以
认真阐释，建立中华文明起源及突出特性研究
的“西辽河模式”，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古代
历史与社会发展进程的认识，对于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
强、凝聚力更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